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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首都功能疏解政策下北京四大功能区碳排放

时空演化及区域异质性影响研究

杨　曦，孟椿雨，林竞立，王佳豪

摘　要：本文聚焦近年备受关注的北京市 “非首都功能疏 解”政 策，分 析 该 行 政 政 策 对 于 空 间 碳 排 放 和

北京市各区域发展的影响。选取北京市四大功能区工业能源碳排放为研 究 样 本，基 于 各 功 能 区 域 的 异 质 性 及

其对碳排放的综合影响，提出北京市各区域差异化发展的 具 体 政 策 建 议。主 要 研 究 结 果 有：从 空 间 上 看，北

京四大功能区的工业能源碳排放从高到低依次为：城市功 能 拓 展 区、城 市 发 展 新 区、生 态 涵 养 发 展 区、首 都

功能核心区。从历史时间上看，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北京四大功能区总体的工业 能 源 碳 排 放 不 断 增 加，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基本持平，从２０１３年开始，各功能区工业能源碳排放不断减少。从政策减排效果看，城市发展新区的工业

能源碳排放降低幅度最大，年均降幅达２１．７６％；首 都 功 能 核 心 区 却 在２０１６年 不 降 反 增，出 现 了１５．５９％的

增长。进一步分析区域异质性的综合影响，发现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功 能 拓 展 区 仍 需 加 强 工 业 管 理 并 提 升

城镇劳动生产率；城市发展新区更需要关注工业能源使用情况并提升城 镇 就 业 水 平；生 态 涵 养 发 展 区 的 城 镇

劳动生产率和城镇就业水平的提高对降低工业能源碳排放的影响更为显著；而 城 市 功 能 拓 展 区 和 城 市 发 展 新

区的工业环境治理已步入完备阶段。最后结合区域政策给出了各区具体 的 分 析 结 果 和 政 策 建 议，为 首 都 城 市

规划和区域差异化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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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北京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国际交往与科技创新中心，承担多项重要功能，合理有效的

资源分配与发展方式对推动首都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过密的人口、高污染企业、高耗能

产业等严重阻碍了首都经济结构与空间结构的调整与优化。疏解非首都功能、缓解首都人口压力，
符合首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升级，是提升首都国际影响力的必然要求。

疏解非首都功能工作重点着力于疏散人口，关停或转移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企业，实现制

造业产业布局优化，促进资源节约与生态环境保护。而碳排放水平下降一定程度反映人口密集程度

的缩小与高耗能企业的减少，可视为疏解非首都功能工作的标志。本文主要聚焦和分析疏解 “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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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功能”政策推行的工作效果，并进一步分析四大功能区的区域异质性对碳排放的综合影响。
研究显示，２０２０年北京市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达到 历 史 峰值，且在达峰后未来碳排放体量仍然

较大［１］，面临着艰巨的节能减排任务。与此同时，北京市能耗总量仍将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预计

到２０３５年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８８００万吨标煤左右［２］，实现深度节能减碳尚有较大的潜力空间。城

市本身的发展和合理的城市规划较大程度地影响到碳排放水平，并被认为是气候变化政策成功实施

的关键［３］。区域减排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直接受到区域经济发展、城市规划、人口分布等因

素的综合影响。２０１５年以来，伴随着城市副中心的建立、北京市政府的迁移和环北京一小时通勤

圈的修建等措施，非首都功能疏解在交通、生态环保、产业发展等领域已初见成效。北京四大功能

区，即首都功能核心区 （包括东城、西城）、城市功能拓展区 （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城市

发展新区 （通州、顺义、大兴、昌平、房山）、生态涵养发展区 （门头沟、平谷、怀柔、密云、延

庆），也根据各自定位协调发展。但目前城市规划仍存在经济发展粗放、各区域规划不协调和人口

增长压力较大的问题，如水资源等资源支撑压力、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环境容量、生态用地不

断被挤占和蚕食［４］，都极大制约着北京市二氧化碳减排。鉴于北京各区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管理

能力、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企业技术水平等各方面均存在较大差距，本文将研究方向集中于北京市

四大功能区的工业能源排放的时空分布与演化，并尝试分析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

二、研究现状与特点

目前中国城市层面的节能减排研究，主要围绕碳减排约束下城市发展和推动城市或区域碳减排

展开。大量研究表明，碳排放与城市发展相互约束，城市化进程增大了碳排放，碳排放增长制约了

城市发展，但随着环境保护与生态发展观念的提出，近年来多数城市探索低碳发展模式，在经济增

长的同时减少城市碳排放。如技术进步和进口增大对上海减少碳足迹起到很大作用［５］；碳补偿在促

进广东省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６］；福建省内城市尺度的碳排放空间差异和分布模式有

助于碳交易和 生 态 补 偿 机 制 方 面 的 决 策［７］；工 业 改 造 使 北 京 市 经 济 增 长 达 到 了 政 府 的 计 划 增 长

率［８］；研发效率、能源强度和产业结构对江西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有明显的缓解作用［９］；能源效率提

升可以有效抑制广西碳排放增长［１０］等。据此初步推断，北京市区县碳减排的可能发展路径为技术

进步、产业结构改造、区域间碳补偿等，本文将基于此展开研究，并探讨适宜各区域及区域间的联

动碳减排发展模式。
另一方面，有研究显示，碳排放会加速生态创新，对环境监管也有积极影响［１１］。这对利用碳

减排促进区域发展扩展了新思路。在研究城市和区域碳减排影响因素和机理方面，多数研究将碳排

放分解为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能源效率和土地类型［１２］［１３］。而人口因素引起本文 关注，北京作为

中国的首都地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煤炭消费量较大，人均碳排放量相对较高［１４］。在

聚焦北京市碳减排的相关研究中，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整体碳排放容量和减排现存问题，如北京市碳

排放及其密度持续增加，碳排放分析结果反映出北京市在碳循环方面的生态环境压力有持续增大的

趋势［１５］；人均ＧＤＰ、能耗结构、产业结构等是驱动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１６］。而在规划目标与发

展路线差异化背景下，对各城区的独特性分析较少。本文将研究目标细化至北京市各城区，基于上

述研究扩展碳排放分解变量，丰富了相关研究。
方法论层面上，国内的碳排放研究集中运用投入产出法、生命周期分析法和过程分析法等。由

于因素分解法可较为系统全面地分析影响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并使各区域可进行对比，综合考虑数

据可得性及区域特点，我们采用因素分解法进行碳排放分析。在运用因素分解法进行碳排放影响的

研究中，人口规模、财富水平、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和能源强度等都是影响排放的最主要因素［１７］［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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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为本研究确定碳排放影响因素提供了参考变量，同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变量更新与拓展。此外，
本研究还借鉴了一种基于ＧＩＳ技术和开放数据的综合碳排放估算框架［１９］，展示北京城区间的碳排

放差异。
综上，本文从市辖下各区域层面进一步丰富了对北京市区域碳排放的研究，运用因素分解法，

选取人口规模、城镇就业水平、技术水平、能源利用效率、工业碳排放强度和工业化水平等变量，
分别估算北京市四大功能区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间的碳排放容量，并基于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３５年）》，对各区域未来政策提出针对性建议。

三、模型方法

（一）北京四大功能区工业能源碳排放测算

表１　主要燃料碳排放转换系数

燃料类型 排放系数

原煤系数 （吨ＣＯ２／吨） ０．７５５９
煤油系数 （吨ＣＯ２／吨） ０．５７１４
汽油系数 （吨ＣＯ２／吨） ０．５５３８
柴油系数 （吨ＣＯ２／吨） ０．５９２１
天然气系数 （吨ＣＯ２／万立方米） ３．２１６１
液化石油气系数 （吨ＣＯ２／吨） ０．５０４１

　　数据来源：ＩＰＣＣ，《２００６年ＩＰＣＣ国家温室气 体

清单指南》。

　　本文基于北京市四大功能区数据，以及北京

市十个行政区划区域的数据，通过ＩＰＣＣ计算法

对北京市四大功能区的工业能源碳排放变化情况

进行测算。

ＣＯ２＝∑Ｂｉ＊Ｔｉ （１）
其中，ＣＯ２ 表示工业能源碳排放量总量，Ｂｉ

为第ｉ种工业能源的标准煤使用量，Ｔ为其对应

标准煤的碳排放系数 （如表１所示）。
时空分析模型可以用来分析具有时间属性并

在三维空间中具有绝对位置和相对位置的数 据。

本文将测算出 的 工 业 能 源 碳 排 放 数 据 带 入 时 空 分 析 模 型，并 对 结 果 进 行 分 析，在 地 理 信 息 系 统

（ＧＩＳ）中进行可视化。

（二）北京四大功能区工业能源碳排放影响因素模型

本文依据因素分解法思想，根据Ｄｉｅｔｚ等 （１９９４）提出的模型进行改进。标准形式如下：

Ｉｉ＝ａＰｂｉＡ
ｃ
ｉＴ

ｄ
ｉｅｉ （２）

等号两边取对数得到：

ｌｎＩｉ＝ａ＋ｂ（ｌｎＰｉ）＋ｃ（ｌｎＡｉ）＋ｄ（ｌｎＴｉ）＋ｌｎｅｉ （３）

基于此，对工业影响因素进行如下分解：

ｌｎＣＯ２ｉｔ ＝β０＋β１ｌｎＰｉｔ＋β２ｌｎＵｒｅｉｔ＋β３ｌｎＬａｐｉｔ＋β４ｌｎＥｎＥｉｔ＋β５ｌｎＣＯ２Ｉｉｔ＋β６ｌｎＩｎｄｉｔ＋ｕ （４）

其中，ＣＯ２ 为工业 碳 排 放 量，Ｐ 为 地 区 人 口 规 模，Ｕｒｅ为 城 镇 就 业 水 平，Ｌａｐ为 技 术 水 平，

ＥｎＥ为能源利用效率，ＣＯ２Ｉ为工业碳排放强度，Ｉｎｄ为工业化水平。

在选取的变量中，人口规模、城镇就业水平、工业能源利用效率、工业化水平等对工业碳排放

的影响已经被广泛证明。除此之外，本文使用城镇劳动生产率来衡量技术水平，使用能源利用效率

反映能源综合利用效率，使用碳排放强度反映工业能源利用的碳 排放 效 率。使用双重差分 （ＤＩＤ）

具体量化分析 “非首都功能疏解”政策的影响。

ＣＯ２ｉｔ ＝β０＋β１Ｔｒｅａｔｉ＋β２Ａｆｔｅｒｔ＋β３Ｔｒｅａｔｉ＊Ａｆｔｅｒｔ＋ｕｉｔ （５）

其中，Ｔｒｅａｔｉ 对 首 都 功 能 拓 展 区 取１，对 城 市 发 展 新 区 和 生 态 涵 养 发 展 区 取０。Ａｆｔｅｒｔ 对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取１，对２００８—２０１４年取０。交叉项Ｔｒｅａｔｉ＊Ａｆｔｅｒｔ 的系数即为 “非首都功能疏解”

政策对北京市工业能源碳排放的冲击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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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来源

综合考虑数据可得性及研究价值，最终从北京市１６个行政区中选取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
昌平区、大兴区、房山区、通州区、怀柔区、密云区、延庆区、顺义区１１个区，以其区域统计年

鉴中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的分品种工业能源消费和宏观经济数据为样本，再依据北京市功能区域划分标

准将１１个城区划分为四大功能区，其中首都功能核心区包括东城区和西城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包

括朝阳区，城市发展新区包括昌平区、大兴区、房山区、顺义区和通州区，生态涵养发展区包括怀

柔区、密云区和延庆区。样本区域的工业碳排放量在２００８年占北京市工业碳排放总量的９６．１％，

２０１７年约占８７．６％，基本能代表北京市工业碳排放的情况。
在工业能源碳排放测算中，依据二氧化碳排放来源以及数据可获得性，选取原煤 （吨）、煤油

（吨）、汽油 （吨）、柴油 （吨）、天然气 （万立方米）和液化石油气 （吨）６个指标；在工业能源碳

排放驱动因素分析中，选取人口规模、城镇就业水平、技术水平、能源利用效率、碳排放强度和工

业化水平６个自变量，因变量工业能源碳排放量由前述测算得出。

四、北京市四大功能区碳排放时空分布

（一）北京四大功能区的工业能源碳排放测算

总体而言，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北京四大功能区的工业能源碳排放都经历了先增后减的过程，尤其

以城市发展新区变化最为明显。
表２、图１显示了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北京四大功能区工业能源碳排放情况。从表２可知，北京四大

表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北京四大功能区工业能源碳排放表 （单位：万吨）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首都功能核心区 ４．５３　 ４．８３　 ２５．０４　 ２５．１１　 ２３．３２　 ２１．３５　 ２０．２８　 １８．５３　 ２０．８４　 １９．９５　 １７．８１
城市功能拓展区 ３７６．２８　３８８．５６　 ３９８．１５　４０５．０５　４０９．２６　３７８．１７　３５０．９７　２９９．０５　２７２．３４　１９３．１５　２２７．６４
城市发展新区 ３１８．０２　３０２．６６　 ３０３．８９　２９４．０８　２７６．１０　２６５．０９　２３３．５９　２２１．１４　１７９．９８　１３８．１０　１０９．６４
生态涵养发展区 ６０．６８　 ６４．６７　 ６７．３８　 ５２．１８　 ５３．３６　 ５０．３４　 ４７．９４　 ３５．９６　 ３６．８６　 ２９．５５　 １８．９７

　　 数据来源：模型构建，北京市各区统计年鉴。

图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北京四大功能区工业能源碳排放图

数据来源：模型构建，北京市各区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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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区碳排放的总量从高到低依次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生态涵养发展区、首都功

能核心区。其中，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各地区碳排放总量不断增加；从２０１１年开始，各区碳排放强

度不断减弱，特别是２０１３年起，减排幅度较前两年更明显。从减排效果来看，城市功能拓展区和

城市发展新区的降低幅度最大。但在２０１６年，首都功能核心区却出现了不降反增的情况。分析各

区能源使用情况发现，从２０１０年起，北京市推广天然气使用，天然气消费量大大增加。尽管天然

气相较煤炭是一种清洁的化石能源，但前者的单位碳排放系数却是后者的四倍。

在地图中对其进行时空演化，形成ＧＩＳ时空分布。根据数据结果，本文选取两个关键时间节

点 （２０１０年北京工业能源碳排放最高点和２０１８年最新数据）显示其空间分布变化 （如图２所示）。

图２　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８年北京各区工业能源碳排放分布图

数据来源：模型构建，北京市各区统计年鉴。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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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北京各区工业能源碳排放呈现北高南低、西高东低的趋势，客观反映了北京工业发

展的现实情况。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发展新区碳排放减弱强度明显，原因可能在于该区域内高污

染、高耗能企业较少，多为住宅区与商业区，疏解政策落实迅速、效果显著。城市功能拓展区碳排

放仍然保持增长，可能是由于该区域工厂 集 中，关 停 或 转 移 企 业 后 的 就 业 与 用 地 解 决 问 题 较 为 复

杂，疏解政策落实缓慢，具有滞后性，碳排放保持增长。生态涵养发展区碳排放较为稳定，可能是

由于该区域在疏解政策实施前碳排放 量 较 少、碳 排 放 水 平 较 低，政 策 实 施 后 碳 排 放 有 下 降 但 并 不

明显。

（二）北京四大功能区工业能源碳排放关键影响变量测算

为了进一步分析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关键变量，进行建模测算。为降低模型的不确定性，本文

构建了五类模型，分别对北京市１１个区的工业能源碳排放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工业碳排放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１

１１个区

模型２
首都功能核心区

模型３
城市功能拓展区

模型４
城市发展新区

模型５
生态涵养发展区

常数项 １．４５３５＊ １．６１２６＊ ３．０８７６＊ １．３７９８＊＊ －０．８４５２＊

地区人口规模 ０．６２１５＊ ０．５９７０＊ ０．１１１５＊ ０．７７４５＊ ０．９４３０＊

城镇就业水平 ０．３３５０＊ ０．６７３１＊ ０．０６９５　 ０．２０２１＊ ０．１９７２＊＊

城镇劳动生产率 ０．６２２２＊ １．０９０５＊ １．１３８３＊ ０．４２０１＊ ０．８３０６＊

能源利用效率 －０．６５０５＊ －０．９７１６＊ －０．７７３３＊ －０．８０５３＊ －０．７５５９＊

工业碳排放强度 ０．９４８７＊ １．０１７６＊ ０．９９５４＊ ０．９３７９＊ ０．９６９１＊

工业化水平 －０．０９２４＊＊ ０．０６２４＊＊ －０．０１５１ －０．２３７５＊＊ －０．０２７１＊＊

Ｒ２　 ０．９８０６　 ０．９９９７　 ０．９９７４　 ０．９８５３　 ０．９８６６

　　 注：＊ 和＊＊ 分别表示在１％和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拓展首都功能区包括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

五个模型中，全部六个自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模型１中，能源利用效率和工业化水平的

系数为负，表明其增加将降低工业碳排放，特别是通过改造工厂设备、提升工业生产效率，可以减

少碳排放。北京市工业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工业碳排放强度、城镇劳动生产率、地区 人 口 规

模、城镇就业水平。现阶段各区的高人口密度、高就业密度在一定程度上仍然给深度碳减排造成较

大压力。常住人口的增长将产生更多能源消费，导致碳排放增加；而城镇劳动生产率已经较高，持

续增长将以增加碳排放为代价；城镇就业水平的提高仍将带来碳排放的增加。

在模型２和模型３中，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主要碳排放驱动因素为工业碳排放强

度和城镇劳动生产率，其次为城镇就业水平及人口规模，这四个变量水平的提高均会引起工业碳排

放的增加。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首都功能核心区经济发展起步较早，发展速度较快，人口增长与城

镇化水平已形成一定规模，在此情况下，工业碳排放强度对工业碳排放影响相较其他模型较大。模

型２中，城镇工业化的系数为正值，而在其他模型中为负值，原因可能是首都功能核心区的环境治

理力度较大，工业转型升级更加快速和完备，不断外迁耗能产业，使其工业发展的环境更加有限。

模型４中，城市发展新区的主要碳排放驱动因素为工业碳排放强度和地区人口规模，其次为城

镇劳动生产率和城镇就业水平，这四个变量水平的提高均引起工业碳排放的增加。新区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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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较大，城镇就业率以及城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同时也会带动工业碳排

放的显著增长，这符合城市发展新区的发展规律。模型５中，生态涵养发展区的主要碳排放驱动因

素为城镇劳动生产率和城镇就业水平，其次为工业碳排放强度和地区人口规模，这四个变量水平的

提高均引起工业碳排放的增加。这说明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工业碳排放受到人口、碳排放强度、经济

增长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本文对回归结果进行协整检验，结果显示：协整检验的ｐ值小于１％，说明可以拒绝不存在协

整关系的原假设，直 接 使 用 经 典 线 性 回 归 且 避 免 伪 回 归 问 题 （如 表４所 示）。分 别 对 被 解 释 变 量

ＬｎＣＯ２、６个解释变量ＬｎＰ、ＬｎＵｒｅ、ＬｎＬａｐ、ＬｎＥｎＥ、ＬｎＣＯ２Ｉ以及ＬｎＩｎｄ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

验 （如表５所示）。从表５的结果看，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下，可以推断出：除城镇就业水平外，地

区人口规模、城镇劳动生产率、工业碳排放强度、能源利用效率以及工业化水平均是工业能源碳排

放量的格兰杰原因。

表４　协整检验结果

协整检验类型
协整检验

ｔ统计量

协整检验

Ｐ值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Ｄｉｃｋｅｙ－Ｆｕｌｌｅｒ －３．０４１０　 ０．００１２

Ｄｉｃｋｅｙ－Ｆｕｌｌｅｒ －３．９３２７　 ０．００００

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Ｄｉｃｋｅｙ－Ｆｕｌｌｅｒ －３．１３９４　 ０．０００８

Ｕｎ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Ｄｉｃｋｅｙ－Ｆｕｌｌｅｒ －３．３８１１　 ０．０００４

Ｕｎ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Ｄｉｃｋｅｙ－Ｆｕｌｌｅｒ －４．０４９７　 ０．００００

表５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因果方向 Ｚ－ｂａｒ统计量 检验Ｐ值

ＬｎＰ→ＬｎＣＯ２ ６．６７０２　 ０．００００

ＬｎＵｒｅ→ＬｎＣＯ２ ０．５０９７　 ０．６１０２

ＬｎＬａｐ→ＬｎＣＯ２ ６．０８７４　 ０．００００

ＬｎＥｎＥ→ＬｎＣＯ２ ３．８８６４　 ０．０００１

ＬｎＣＯ２Ｉ→ＬｎＣＯ２ ３．３８０８　 ０．０００８

ＬｎＩｎｄ→ＬｎＣＯ２ ６．９６１３　 ０．００００

五、北京市四大功能区的区域异质性与综合影响评测

北京市四大功能区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和发展模式差异。城市功能拓展区是北京市最大人口规模

区域与老工业集中区，近年来高新技术与科教产业发展迅速。由于老工业区的存在，该区域以优化

区内产业结构、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促进科学教育进步为目标，实现老城区与新区的融合。城

市发展新区是新开发区，集中了北京市现代制造业与现代农业。该区域占地面积较大，承载着人口

迁移与疏散的重要任务，以建设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与生活生产服务体系为目标，打造功能一体化

的现代化城市新区域。生态涵养发展区是北京市生态资源重点保护区域，占地面积最广，绿地覆盖

率最高，以推动城乡一体化和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为目标，协调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为首都生

态环境优化提供保障。

表６　双重差分结果

变量 回归系数 ｔ统计量 检验Ｐ值

常数项 ４２．６７８１　 ３．６４　 ０．０００

Ｔｒｅａｔｉ ９２．１２６１　 ４．１１　 ０．０００

Ａｆｔｅｒｔ －１８．６０９８ －０．９６　 ０．３４０

Ｔｒｅａｔｉ＊Ａｆｔｅｒｔ －２７．０８５８ －２．５１　 ０．０１４

本文以２０１５年为 “非首都功能疏解”政

策的实施起始年份，以 首 都 功 能 拓 展 区 （包

含首 都 功 能 核 心 区 和 城 市 功 能 拓 展 区）为

“非首都 功 能 疏 解”政 策 的 实 施 对 象，进 行

ＤＩＤ回归，分析 其 对 北 京 市 工 业 能 源 碳 排 放

的冲击效应。

从表６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非首都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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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解”政策对首都功能拓展区的工业能源碳排放造成 了 约２７．０９万吨ＣＯ２ 的负面冲击。这说明实

施 “非首都功能疏解”政策的首都功能拓展区相比较不实施 “非首都功能疏解”政策的城市发展新

区以及生态涵养发展区，在平行发展趋势的假定条件下，其工业能源碳排放平均减少了２７．０９万吨

ＣＯ２。这是基于 “非首都功能疏解”政策实施的具体量化效果，印证了 “非首都功能疏解”政策对

减少实施区域的工业能源碳排放具有显著的作用。

（一）各区域历史能源结构异质性与影响评估

为判断能源利用效率对工业碳排放的影响，我们将能源利用效率对四个功能区及全市分组进行

回归检验。如表３所示，在上述五个模型中，交互项的系数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能源利用

效率提高会降低工业碳排放水平。由实际 统 计 数 据 可 知，北 京 市 外 调 电 力 始 终 处 于 能 源 消 费 第 一

位，且作为清洁能源不断增长。自２０１５年起，天然气成为北京市能源消费主力，煤炭在２０１６年降

为主力能源第六位，在能源消费比重中已不足１０％，未来北京能源消费和能源结构会更趋于清洁

高效。

近年来，北京市积极推进 “煤改气”、“煤改电”、散煤治理、燃煤替代等工程，不断削减燃煤

总量，坚持能源清洁化战略，努力构建以电力和天然气为主、地热能和太阳能等为辅的清洁能源体

系。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要实现全区无煤化，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要实现

燃煤减量化，对于难以通气通电的乡村地区，部分区县也开展了优质燃煤替代全覆盖工程。

在城市功能拓展区的朝阳区， “无煤化”政策使得原煤使用量和碳排放量 自２０１２年后逐年递

减，原煤使用量自２０１５年后少于碳排放量，且减少趋势逐渐扩大，表明碳排放源结构由于 “无煤

化”措施及工厂外迁、设备升级等有所调整，煤炭所贡献的碳排放量逐渐减少。在城市发展新区，

“煤改电”政策直接带来了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的 “无煤化”。农村地区上游原材料生产部分的煤炭使

用直接被降为零，而下游的加工制造业与上游密切相关，一旦上游开始向清洁电力能源转型，考虑

到 “煤改电”的规模效应和政策导向，会带来全部工业部门的电力化大生产，从而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降低工业碳排放强度，进而引起整个城市发展新区工业碳排放水平的降低。

（二）各区域高耗能工业布局差异与综合影响评估

高耗能工业的向外转移将推动城市空间格局的改变，城市核心区域产业结构发生调整，以制造

业为主的第二产业逐渐郊区化，为金融、贸易、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腾出空间。一方面，伴随着

工业郊区化的是人口外迁，传统制造业就业人员随着工业外迁而向外扩散，郊区人口集聚形成新的

住宅区与商业区。另一方面，城市中心新产业的崛起将吸引高效人才资本流入，为产业发展提供动

力支持。但新产业的发展速度较工业外迁速度相对缓慢，短期内反映为城区内人口增长速度下降，

人口向外扩散，城区内就业水平增长速度下降，高耗能工业外迁地区就业水平快速上升，生产率快

速提高。因此，工业布局一定程度上影响人口集聚规模，进而影响城镇就业水平，而人口的集聚会

产生碳排放，提高碳排放水平。

本文选取城镇就业水平和城镇劳动生产率分别对四个功能区及全市分组进行回归检验。如表３
所示，在上述五个模型中，交互项的系数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城镇就业水平和城镇劳动生

产率提升反映了人口规模的扩张和工业集聚，进而增大工业碳排放。

目前，北京全市严禁发展一般性制造业，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首都功能核心区全部腾退污

染企业，城市功能拓展区园区转型，城市发展新区鼓励工厂外迁，生态涵养发展区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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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禁止新建扩建制造业企业，带动就业人口转移，减少城市碳排放。尽管已实施以上政策，但从

各区工业总产值变动来看，２０１５年受到政策冲击最严重的生态涵养发展区 工业总产值 年增速为－

１２．６５％，其次为城市功能拓展区 （－７．０４％）和城市发展新区 （－６．９６％）。意外的是，强调所有

制造业、工厂、低端市场全部腾退的首都功能核心区似乎并未受到政策冲击，仍维持在１２．６６％的

增速幅度，是四大功能区里唯一保持正向增长的功能区 （如图３所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首都

功能核心区多数规模以上企业仅参与产品设计环节而不处于生产制造环节，实际因企业强制迁出而

降低的工业总产值少于其他各区。在首都功能核心区，得益于能源设备改造升级，能源使用效率不

断提升，碳排放强度不断减弱，而工业化水平的波动较大，工业增加值占ＧＤＰ比 重 阶 段 性 增 长；

但２０１５年后急剧下降，基本符合该区域第三产业尤其金融业快速兴起的情况，疏解非首都功能效

果显著。

图３　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北京市各功能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增速图

数据来源：北京市统计局。

（三）各区域人口分布异质性与综合影响评估

为判断人口管控政策对工业碳排放的影响，将地区人口规模分别对四个功能区及全市分组进行

回归检验。如表３所示，在上述五个模型中，交互项的系数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地区人口

规模扩大会提高地区工业碳排放水平。但分别从各区来看，若增加同等人口规模，在城市发展新区

新增人口数量对碳排放的增加最小，而在生态涵养发展区最大。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城市发展新区

目前的规划设计需要更多的人口红利以支持其发展，而生态涵养发展区的产业、交通等各方面还无

法容纳更多人口，导致其增加人口的碳排放成本甚至高于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

自２０１０年起，北京实施严格的人口管控政策。根据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２０１６年—２０３５年）》，

北京市发改委明确人口总量上限为２３００万人。其中，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的常住人

口在２０１４年的基础上每年降低２～３个百分点；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平原地区的人口规

模有减有增、增减挂钩，山区保持人口规模基本稳定，农村人口城镇化进程加快；首都功能核心区

和城市功能拓展区的人口规模减量与其他区人口规模增量控制相衔接。

如图４所示，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分别在２０１５年与２０１６年后呈现负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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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首都功能核心区的波动较小，近年来人口发展已趋饱和，而城市功能拓展区的人口增长具有

较大弹性，城市发展新区的波动同样起伏，但一直处于增长态势，与负增长的两个区呈现 对 称 分

布。北京市各区人口由核心区和拓展区进一步向外分摊到发展区和涵养区。

图４　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北京各功能区人口增长率

数据来源：北京市统计局。

（四）各区域的碳减排市场化进程差异与影响评估

如图５所示，近十年来，北京市碳排放政策可分为三个阶段。

图５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北京市工业能源碳排放与减排率趋势图

数据来源：北京市统计局，模型构建。

第一阶段，节能任务书承诺阶段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年）。在这一阶段，北京市对工业企业的碳排放

管理方式是要求全市重点用能单位签署节能承诺书，重点用能单位根据配额，在承诺期内自行施行

节能技术改革项目或加强生产管理完成节能任务。从激励角度来看，分配的配额难以调动企业的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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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积极性，超出配额的部分企业并没有主动消除意愿。同时参与企业只有４０家，分 配 减 排 量 少，

难以起到真正的减排促进作用。执行效果方面，年减排率在－０．４４％、－２．８５％、１．９４％、１．２１％
正负间徘徊，总体减排效果不明显。

第二阶段，碳排放交易试点阶段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２年，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正式启

动，实行重点排放二氧化碳排放权配额制度。交易范围从４０家重点用能单位扩大到所有辖区内排

放企业，鼓励非强制市场参与者进行交易。从减排量看，由政府分配转向市场配额交易，对容易提

高减排节能技术的企业具有比较优势；而难以提升减排技术的企业则提高了生产成本，倾向于加强

生产节能管理，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业生产效率。从执行效果看，年减排率为６．７１％和１０．２２％，

相较于前一阶段逐年大幅度上升。

第三阶段，碳排放正式交易阶段 （２０１４年至今）。２０１４年，北京市政府正式印发 《北京市碳排

放权交易管理办法 （试行）》，碳排放交易市场正式向所有交易主体开放，这一阶段的减排率相较于

前一阶段处于高位。

（五）北京市四大功能区的异质性与碳减排综合影响讨论

整体而言，（１）地区工业碳排放强度对碳排放的影响最为强烈，因此，提升工业效率、降低单

位二氧化碳排放成本是政策的重中之重。（２）城镇劳动生产率是影响碳排放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

首都功能核心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位居这两区影响因素之首，且产生的人均经济收益越高，碳排

放越高。（３）城镇就业水平与劳动生产率处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但各区中因素的影响由外到内依次

削弱。这意味着对于生态涵养发展区，高就业率能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对应碳排放量显著增加；但

首都功能核心区就业率对碳排放的影响仅为生态涵养发展区的一半。就碳排放的削减而言，首都功

能核心区就业率的提高对碳排放的边际贡献较弱。（４）能源利用效率对各区均呈现负相关影响，即

单位能源能实现的经济产出越高，碳排放越低，符合经济价值越高的能源碳排放越低的现实情况。

（５）地区人口规模在各区中的影响总体较弱，但各区略有不同。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

的影响较为一致。从城市化发展的角度看，两区均是北京的核心地段，越大的人口规模会带来一定

程度的碳排放增加。城市发展新区人口聚集的边际效应递减为核心两区的一半；但生态涵养发展区

的边际效应为核心区的１５０％。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城市化水平不高，一旦大规

模人口涌入进行开发能带来更大的后发增长优势。（６）工业化水平在各区的影响均处于最弱。但首

都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却出现了工业化水平越高、碳排放水平越低的现象。一种可能的解释

是，上述两区的可利用工业资源尚未饱和，提升其工业化占比更有利于集中生产、增加能 源 利 用

效率。

碳排放政策重点关注因素是工业碳排放强度，尤其是如何降低单位能耗中的碳排放水平。一方

面，从技术角度，国家出台政策，鼓励科技创新，进行技术攻关；另一方面，利用碳交易等政策调

动企业碳排放管理积极性，也能带来直接明显的效果。从能源利用效率的角度看，能源利用的经济

价值效果越高，碳排放越低。从能源本身的价格来看，尽管清洁能源相比传统化石能源略显昂贵，

但对碳减排的贡献也是较为明显的。目前北京市已改变原有的以煤为主的能源格局，随着清洁能源

占比的不断提高，碳减排的效果也会更加明显。从各因素影响的排序来看，人口规模对碳排放的贡

献在六种因素中仅位列第五，与现实中人口政策限制的执行力度有所不同。从碳排放角度来看，对

城市发展新区的人口增长空间设置应更宽松，而对生态涵养发展区的人口上限把控应更严格。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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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水平对碳排放的贡献位居末位，这也与现实中的各大工业企业的对外疏解政策略有差异，且各区

效果不一。首都功能核心区和生态涵养发展区应降低工业化水平，向外疏解工业企业；城市功能拓

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可承接疏解企业，提高自身工业化水平的同时也能降低碳排放。

综上，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仍需加强工业管理并提升城镇劳动生产率；城市发展

新区需要关注工业能源使用情况并提升城镇就业水平；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城镇劳动生产率和城镇就

业水平的提高对降低碳排放的影响更为显著。

六、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围绕北京市非首都功能疏解这一规划性行政措施展开，测算了北京四大功能区的碳排放，

直观给出各区域碳排放的时空分布，结果显示，该政策在各功能区域的实际推行效果显著。本文还

评估了各区的异质性以及主要因素对政策的影响，为政策的进一步有效推行提供了区域层面的具体

参考。

研究结果显示：四大功能区中，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的工业能源碳排放较高，生态

涵养发展区和 首 都 功 能 核 心 区 碳 排 放 较 低。在 疏 解 非 首 都 功 能 工 作 及 相 关 配 套 措 施 落 实 前，即

２０１５年以前，各区域工业能源碳排放量持续上升，尤其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期间，碳排放快速增长；

在该政策实施后，各区工业能源碳排放开始呈降低趋势。疏解非首都功能及促进京津冀区域一体化

发展等政策对加快各区工业能源碳减排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此外，从总体上看，北京市工业碳排放的影响驱动因素由高到低依次是工业碳排放强度、能源

利用效率、劳动生产率、人口规模、就业水平和工业化水平，表明工业企业技术水平和能源合理利

用极大地促进了碳减排，符合疏散非首都功能政策目标与城市发展方向。

本文研究结果对于北京市整体和区域的非首都功能疏解政策的制定有参考意义。从政策内容方

面来看，具体到各功能区，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城市功能拓展区主要碳排放驱动因素为工业碳排放强

度和城镇劳动生产率，因此，两区应加强锅炉低氮改造和 “无煤化”措施执行力度，持续减少碳排

放产生的污染，并加强企业生产设备创新与技术革新。城市发展新区的主要碳排放驱动因素为工业

碳排放强度和地区人口规模，因此，应注重对传统工业园区的升级转型，提高腾退空地利用率。生

态涵养发展区的主要碳排放驱动因素是城镇劳动生产率和城镇就业水平，因此，应多加关注生态保

护和绿色新园区建设，因地制宜促进休闲产业发展，增加绿色产业就业岗位，提高就业水平。

从政 策 效 果 的 视 角 来 看，碳 排 放 交 易 政 策 实 施 后，二 氧 化 碳 年 减 排 率 从 个 位 数 骤 增 到

３０．８４％，碳排放交易市场对节能减排具有重要意义。北京市腾退一般制造业政策实施对各区工业

总产值的影响呈现出从外到内依次递减的情况。对比来看，越靠近核心城区的企业，布局产品设计

工业而非生产制造工业的可能性越大。四大功能区在碳排放的空间分布和影响因素方面呈现异质性

特点，因此，应在统筹疏解工作的同时，因地制宜，精准定位。

非首都功能疏解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可能问题。当前北京决心仅仅保留和发展高精尖产业，而一

般性生产制造的环节则要转移到津冀承接地区完成。一方面，对企业一刀切式的关停将大幅提高企

业经营成本；另一方面，对关停企业园区腾退出的空间如何合理利用而不造成土地资源浪费，也是

后续需要关注的问题。政府既要充分重视城市规划政策对于碳减排和区域环境治理的影响，又要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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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考虑区域城市功能、产业布局、人口结构等因素，实现区域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１］李继峰，顾阿伦，张成龙，等．“十四五”中国分省经济发展、能源需求与碳排放展望———基于ＣＭＲＣＧＥ模型

的分析［Ｊ］．气候变化研究进展，２０１９（６）．

［２］钟良，王红梅，刘之琳．北京碳排放尽早达峰及未来路径研究［Ｊ］．中国能源，２０１９（１１）．

［３］Ｗｉｔｔｍａｙｅｒ，Ｊ．，Ｃ．Ｒｏｏｒｄａ，Ｆ．Ｖａｎ　Ｓｔｅｅｎｂｅｒｇｅｎ．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Ｕｒｂａｎ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ｐｉｒｉｎｇ　Ｅｘ－

ａｍｐｌｅｓ［Ｒ］．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Ｖｉｅｗ，２０１４．

［４］王飞，石晓冬，郑皓，等．回答一个核心问题，把握十个关系———《北京城市 总 体 规 划（２０１６年—２０３５年）》的

转型探索［Ｊ］．城市规划，２０１７（１１）．

［５］Ｓｈａｏ，Ｌ．，Ｚ．Ｇｅｎｇ，Ｘ．Ｆ．Ｗｕ，ｅｔ　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２０（１１８７７４）．

［６］Ｗａｎｇ，Ｗ．Ｘ．，Ｗ．Ｊ．Ｗａｎｇ，Ｐ．Ｘｉｅ，ｅｔ　ａｌ．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ｊｏ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ｚｏｎｅｓ：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２０（１１８８７３）．

［７］Ｓｕ，Ｋ．，Ｄ．Ｗｅｉ，Ｗ．Ｌｉ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ｔ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ｓｃａｌｅ　ｉｎ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２０（１１８８４０）．

［８］Ｚｈｕ，Ｂ．，Ｈ．Ｓｈａｎ．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

ｔｉｏｎ：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２０（１１８９１６）．

［９］Ｊｉａ，Ｊ．，Ｈ．Ｊｉａｎ，Ｄ．Ｘｉｅ，ｅｔ　ａｌ．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ｂｙ　ａｎ　ｅｘ－

ｔｅｎｄｅｄ　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ｉｃ　ｍｅａｎ　Ｄｉｖｉｓｉａ　ｉｎｄｅｘ：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ｘｉ，Ｃｈｉｎａ［Ｊ］．Ｅｎｅｒｇ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２０１９（８）．

［１０］张武林，王平，魏向杰，等．经济高质量增长与碳减排的协同发展分析：以广西为例［Ｊ］．阅江学刊，２０１９（６）．

［１１］Ｗａｎｇ，Ｗ．，Ｙ．Ｌｉ，Ｎ．Ｌｕ，ｅｔ　ａｌ．Ｄｏｅ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ｌｅａｄ　ｔｏ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ｅｃｏ－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Ｅｍｐｉｒｉ－

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２０（１１９６９０）．

［１２］涂正革，韩生贵．碳减排与西部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基于五大生产部门ＣＯ２ 排放量的指数分解分析

［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１）．

［１３］周嘉，王钰萱，刘学 荣，等．基 于 土 地 利 用 变 化 的 中 国 省 域 碳 排 放 时 空 差 异 及 碳 补 偿 研 究［Ｊ］．地 理 科 学，

２０１９（１２）．

［１４］Ｑｉ，Ｗ．，Ｇ．Ｌｉ．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Ｊ］．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２０（１１１０６５）．

［１５］赵先贵，马彩虹，肖玲，等．北京市碳足迹与碳承载力的动态研究［Ｊ］．干旱区资源与环境，２０１３（１０）．

［１６］周国富，宫丽丽．京津冀能源消耗的碳足迹及其影响因素分析［Ｊ］．经济问题，２０１４（８）．

［１７］林寿富，王善勇，Ｄ．Ｍａｒｉｎｏｖａ，等．ＳＴＩＲＰＡＴ模型的改进及其应用［Ｊ］．统计与决策，２０１８（１６）．

［１８］丁唯佳，吴先华，孙宁，等．基于ＳＴＩＲＰＡＴ模 型 的 我 国 制 造 业 碳 排 放 影 响 因 素 研 究［Ｊ］．数 理 统 计 与 管 理，

２０１２（３）．

［１９］Ｗａｎｇ，Ｇ．，Ｑ．Ｈａｎ，Ｂ．Ｄｅ　Ｖｒｉｅｓ．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ｎ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ｓｃａｌ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２０（１１８７９３）．

—９８—

杨　曦，等：非首都功能疏解政策下北京四大功能区碳排放时空演化及区域异质性影响研究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ｏ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ｕｎｄｅｒ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ｏ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ＹＡＮＧ　Ｘｉ，ＭＥＮＧ　Ｃｈｕｎ－ｙｕ，ＬＩＮ　Ｊｉｎｇ－ｌｉ，ＷＡＮＧ　Ｊｉａ－ｈａ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　ｎｏ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ｄｒａｗｎ
ｍｕｃｈ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ｎ　ｓｐａｃ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ｓｅ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ｔｒｉ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ＩＥＣＥ）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ｍａｊｏ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ｓ　ｓａｍｐｌｅ，ａｎｄ　ｐｒｏ－
ｐｏｓｅ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１４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ｅａｃｈ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
ｓｉｏｎ．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ＩＥＣＥ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ｉｔ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ｎ　ＣＯ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ｆｉｒｓｔ，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ＥＣＥ，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ＵＦＥ）ｚｏｎｅ　ｒａｎｋｓ　ｆｉｒｓｔ，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ｉｌｏｔ（ＵＤＰ）ｚｏｎｅ，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ＣＤ）ｚｏｎ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ＣＦ）ｚｏｎｅ．Ｓｅｃｏｎｄ，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ＩＥ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ｚｏｎｅｓ　ｋｅｐ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８ｔｏ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ｒｅｍａｉｎｅｄ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ｌｅｖｅｌ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ｔｏ　２０１２．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３，ｔｈｅ　ＩＥＣ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
ｋｅｐｔ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Ｂｅｓｉｄｅｓ，ＵＤＰ　ｚｏｎｅ’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ｔｈｅ　ｍｏｓｔ，ｗｉｔｈ　ａ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２１．７６％．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ｎ　２０１６，ｔｈ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ＣＦ　ｚｏｎｅ　ｋｅｐ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ｗｉｔｈ　ａ
１５．５９％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ｒａｔ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ｈｅｔｅｒ－
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ｔｈｅ　ＣＣＦ　ｚｏ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ＥＦ　ｚｏｎｅ　ｓｔｉｌｌ　ｎｅｅｄ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ｍ－
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ｈｅ　ＵＤＰ　ｚｏｎｅ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ｐａｙ　ｍｏｒ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ｕｓ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ｉｔｓ　ｕｒｂａｎ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ｌａｂ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ｚｏｎｅ　ｈａｓ　ａ　ｍｏ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ＩＥＣＥ．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
ｔｒｉ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ＦＤ　ｚｏｎｅ　ａｎｄ　ＵＤＰ　ｚｏｎｅ　ｈａｓ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ｓｔａｇｅ．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ｇｉｖｅ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ｒｅａ，ｉｎ　ｃｏｍｂｉｎａ－
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ａｉｍｉｎｇ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ｉｔ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１４ｔｈ　Ｆｉｖｅ－
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ｐｅｒｉｏ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ｎｏｎ－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ｒ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ｊｏ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ｚｏｎｅｓ；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责任编辑　朱　蓓）

—０９—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